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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被大量释放到城市,这部分劳动力在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

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常住人口不断增加、污染日益恶化的发展背景下,从劳动力转移

的视角分析其生态环境效应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利用武汉市转移人口调查数据,采用碳足迹分析方法从

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研究外来劳动力对武汉市的环境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劳动力迁入前后的碳足迹差异及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外来劳动力对武汉市的环境压力为 1768.53 万 t 碳足迹,其中消费碳足迹 194.72 万 t,生产碳足迹

1573.81 万 t;与迁入前相比,分别增加了 45.58 和 1439.41 万 t 碳当量。这种碳足迹差异主要受到劳动力性别、年

龄、非农工作时间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其中性别和年龄与碳足迹差异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非农工作时间和技术

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劳动合同的签订及与当地居民语言交流的困难程度也增加了转移前后的碳足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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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80 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劳动力被大量释放到城市,这不仅缓解了农业生产中

劳动力的过度供给,更对城市非农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和生活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5]。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652 万人,比上年增加 481 万人。

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生活污水、工业与生活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等对环境保护的压力不断增大,从而对

生态环境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6～8]

。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研究劳动力转移的环境效应对城市化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

现实意义。 

纵观现有文献,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探究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分析。现有研究观

点认为:(1)基于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模型及推拉理论等,劳动力转移受到经济、社会、人口和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蔡昉
[9]提出城乡收入差距推动了人口的大规模转移。段成荣[10]通过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人均收入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等指标,具体

分析了经济差异对个人迁移的影响。劳动者自身的年龄结构、社会风俗、户籍政策、教育水平等社会因素也会影响迁移决策[11～

13]。(2)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非农产业发展。齐明珠等[14]认为,农村劳动力

的非农转移不仅增加了二、三产业的实际劳动力供给总量,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增长效应和效率效应。蔡

昉[15]认为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的重置效应达到 1.62 左右,程名望等[8]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非农产出贡献率达到11.64%,同时

可使其自身生产率提高 4.49倍。另一方面,非农就业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在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平性方面仍存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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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甄小鹏[16]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提高非农收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缩小区域间差距。张桂文
[5]发现,农业劳动力占比每降低 1%,贫困发生率约降低 0.57%。但潘泽瀚[17]和 Whalley[18]等研究表明,非农收入对家庭农业收入具

有替代效应,不利于农业生产,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综上所述,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已经引发专家学者的深入关注与思考。然而,庞大的人口流动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不

可忽视的影响。少数研究从迁出地视角,分析农村劳动力减少对农业生产面源污染及生物多样性的影响[19,20]。国外学者研究认为,

劳动力转移对迁出地的环境影响取决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状况。如在人口稠密区,劳动力外流会对环境产生正面影响,降低资源环

境荷载[21]。而劳动力转移对城市产生的环境影响关注较少。Bahns[22]较早地通过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引发的迁

入地的环境污染问题,劳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会加快迁入地的自然资源消耗速度,从而增大环境压力。贺丹[23]从流动人口城市融合

视角分析碳排放效应。随着人口向城市的集聚,生产和消费活动规模不断增大,尤其是能源消费和污染型产业增加,使得城市生活

污水、工业和生活废气及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剧增[6]。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碳排放占区域碳排放总量的比重约为 40%,在收入水平不

断提高的前提下,消费所占比例将加速提升,排放量也会随之增加[24～27]。此外,随着大量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其生产方式和收入水

平也发生转变,这些变化是否显著提升了直接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 

本研究将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探讨劳动力转移对直接能源消费和间接碳排放的影响,并以碳足迹来衡量对迁入地产生的

环境效应。碳足迹一般用来表示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内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温室气体排放数量,与生命周期评价、投入产出

法等结合来度量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28,29]。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测度劳动力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碳足迹,对比转移前后生产和

消费活动的碳足迹差异,并进一步探索差异的影响因素,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研究空白,更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碳减排目标的

实现提供有效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说明 

居民直接能源消耗数据、行业能源消耗数据及相应的平均低位发热值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各种

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与全球增温潜势参照《2006IPCC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和《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指南》。能源强度由《2015

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具体投入产出数据计算所得。另外,由于能源统计年鉴和投入产出表部门划分不一致,参照《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 GB/T4754-2017》,将能源消费分类调整为19个行业。 

劳动力转移前后的生产和消费数据来自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农业转移人口关键问题问卷调查数据库(2017 年)。武汉

市样本总数共 211 份,去除异常数据,有效样本量为 210。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农村劳动力数

量及其比例,推算出迁入武汉市的农村劳动力总量,最终结果与《2018年武汉统计年鉴》迁移人口数量基本一致。 

1.2 研究方法 

1.2.1 投入产出模型 

投入产出表能够反映一定时期内各部门间投入与产出的内在联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把 42 个部门

归并为 19 个行业,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以 19 个行业为标准具体分析其投入产出情况。投入产出模型由里昂惕夫创立,其具体

表示形式如(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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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为总产出;Y为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政府购买、出口等方面。I为单位矩阵;A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表示某一行

业单位产出所直接消耗的另一行业产品或服务的数量。(I-A)-1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即完全需求量,反映各行业之间的中间投入产

出结构。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碳排放强度,可根据公式(2)计算居民生产和消费的间接碳排放量,从而评估其环境效应。 

 

式中:q表示碳排放强度,即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Q为生产和消费的间接碳排放量。 

1.2.2 碳足迹 

碳足迹是衡量某项活动或产品在生命周期内引起的直接和间接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25]。碳足迹来源于生产和

消费两个方面,生产碳足迹是指劳动者在参与生产过程中消耗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也包括消耗其他原材

料和中间产品引发的间接碳排放;消费碳足迹指居民在炊事、交通、取暖等活动中消耗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和柴油等能源而

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以及在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和服务及人际关系维护等方面消费引起的间接碳排放。借鉴 Larsen[30]

的研究,电力和热力的消费归入间接碳排放,此处不再考虑。直接碳足迹采用(3)式进行计算。 

 

式中:CFd即劳动力直接碳足迹;Ei为第 i种能源的实物消费量,包括煤炭、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煤气、焦炭、燃油等能源;EFi

表示第 i种能源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甲烷和氧化亚氮根据全球增温潜势折算成二氧化碳当量。 

间接碳排放是指劳动力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使用非能源商品和服务引起的碳排放量。本研究采用投入产出法对间接碳足迹

进行计算,其基本计算公式如(2)所示。为方便统计,我们把劳动力的生产间接碳足迹和消费间接碳足迹分别记为 CFpe 和 CFce。 

2 劳动力转移的碳足迹分析 

2.1 消费碳足迹的计算与测度 

劳动力直接消费碳足迹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煤炭、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煤气等四种能源引发的碳排放[31],假定劳动

力转移前后在农村和城市的人均能源消费总量保持不变。根据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标准,由公式(3)得到武汉市迁入劳动力的直接

消费碳足迹为 39.32 万 t/年。 

表 1劳动力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消费碳足迹(104t) 

 
迁入地碳足迹 迁出地碳足迹 

食品烟酒 36.20 28.12 

衣着 21.80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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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 26.76 3.98 

生活用品和服务 15.53 13.58 

交通通信 11.68 9.91 

教育文化娱乐 10.06 6.70 

医疗保健 10.70 9.20 

人际关系维护 16.20 15.09 

其他用品和服务 6.47 5.96 

能源 39.32 39.32 

 

劳动力由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由于收入水平相对提高,消费观念、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发生转变
[32,33]

。因此,劳动力在迁入地

和迁出地的消费间接碳足迹存在差异。一方面,劳动力的消费碳足迹主要集中在能源、食品烟酒、居住、衣着和人际关系维护等

方面,占消费碳足迹的70%左右,其中尤以能源消费为主。另一方面,劳动力在迁入地的居住碳足迹占比超过17%,而迁入地的居住

碳足迹不足 4%,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居住成本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阻碍作用。此外,碳足迹的变化还体现在衣着方

面,可能表现为衣着数量和质量的增加。 

2.2 生产碳足迹的计算与测度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 29.9%和 18.9%,而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的比重达到 12.3%、6.6%、6.2%和 11.3%,这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数据库中转移人口的行业分布基本保持一致。本研究以此为参照,分析不同行业的生产碳足迹。 

表 2 结果表明,劳动力的间接碳足迹约为直接碳足迹的 2 倍,主要分布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其中制造业的碳足迹约为 1201.61 万 t,占生产碳足迹的 76.35%。假设劳动力在迁出地仅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其

碳足迹为 134.40 万 t,仅为转移后的 8.54%。因此从生产端而言,劳动力的转移明显提高了碳足迹总量,对我国整体生态环境产生

不利影响。在当前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下,随着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集聚,劳动力收入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将会带来更大的

碳排放压力[23]。 

表 2劳动力在迁入地生产碳足迹的行业分布(104t) 

行业 直接碳足迹 间接碳足迹 

制造业 442.60 759.01 

建筑业 9.70 18.11 

批发零售业 4.90 19.69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66.39 134.07 

餐饮住宿服务业 2.04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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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3.29 40.52 

其他 4.32 60.30 

碳足迹总量 533.24 1040.57 

 

2.3 劳动力转移的碳足迹差异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在转移前后生产和消费的变化,导致碳足迹总量和分布在迁入地和迁出地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人

均生活能源消费标准一致的假设,转移前后的碳足迹差异主要体现在生产碳足迹方面,迁入地生产碳足迹占比达到 88.99%,迁出

地生产碳足迹为 47.40%,迁入地比迁出地的生产碳足迹增加了10.71 倍。对于消费端,劳动力流动增加了 45.48 万 t碳足迹,其中

食品烟酒消费的增加幅度最大。 

对迁出地而言,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的碳足迹减少了283.55万t碳当量,其中,农业生产减少了134.40万 t,直接能源消费减

少 39.32 万 t。这部分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后,使武汉市每年碳足迹增加了 1768.53 万 t,以制造业为主的生产就业是碳排

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劳动力由农村迁入城市,转移后产生的碳足迹比转移前增加了 1484.98 万 t,这种差距的形成与收入

水平和消费水平密切相关。 

 

图 1劳动力在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碳足迹 

3 碳足迹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变量选择 

劳动力转移的碳足迹差异主要体现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消费的除能源外的其他商品和服务方面,这又受到制度环境、经济发

展和劳动者自身素质等多方面的影响。基于现有研究,年龄结构、工作经历、文化程度、家庭状况以及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水平等对非农就业具有重要影响[34～37]。因此,本文选用如下变量进一步分析碳足迹差异的影响因素。性别(gender)、互联网使用

(internet)、劳动合同签订(contract)、就业类型(employ)以及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distance)为虚拟变量,如果性别为女,

则为 1,反之为 0;使用互联网为 1,反之为 0;签订劳动合同为 1,反之为 0;就业类型为自雇就业时取值为 1,他雇就业为 0;若工作

地与居住地在同一省份,取值为1,否则为 0。文化程度(edu)分为 9个层次,由 1至 9分别表示未受过教育、私塾和扫盲班、小学、

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本科和研究生。技术水平(technology)1 至 5表示劳动者自身把从事的工作由低到高分

为 5 个层次,婚姻状况(marry)表现为无对象未婚、有对象未婚、在婚、离婚和丧偶。语言交流水平(language)表示劳动者与本

地城镇居民语言交流的困难程度,劳动者由低到高分别按照 1至 5进行主观打分,分数越高,交流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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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本文从微观个体层面具体分析碳足迹差异的影响因素。人口结构是影响迁移前后碳足迹差异的重要因素,

劳动力年龄与碳足迹差异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转移劳动力的年龄越大,碳足迹差异越小。这是因为年轻人生活和就业会带来

能源消耗的增加,而对于老龄人口而言,其生产活动基本消失,生活模式有利于降低碳足迹。随着农村老龄群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

消费观念的转变,城乡之间的这种差异日益减小,不同地区老龄消费支出基本持平,这与Michael等的人口老龄化抑制碳排放的结

果保持一致[38,39]。性别对碳足迹差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劳动者为男性时,将会在迁入地产生更多的碳足迹,这主要是因为生

产碳足迹是迁入地碳足迹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男性劳动者以从事制造业为主,女性多从事居民服务修理、餐饮住宿等服务业,制造

业比重的提高会增加碳排放量[40]。 

劳动者自身的技术水平与碳足迹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倾向于在城市产生更多的碳排放压力。劳动

力在农村受到当地条件的限制,以从事一般农业生产为主,但进入城市从事非农生产后,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能够进入二、三产

业,尤其是制造业,但仍无法从事高技术行业[41]。而非农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者受到当地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影响越大,随着收入水

平的提高,其生活和消费方式越趋同于城市居民,增大碳足迹差异,说明消费水平和消费模式成为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42]。 

此外,语言交流水平和劳动合同签订也对碳足迹差异具有正向影响,语言沟通困难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劳动者从事一些

服务行业,更多转向制造业和建筑业等,而合同的签订会提高劳动者的稳定性,从而保障收入水平[43]。而劳动者教育水平、婚姻状

况、就业类型、互联网使用以及迁移距离对碳足迹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受到调查样本的局限,由于调查群体受教育水平普遍偏

低,互联网使用也仅限于能初步进行日常交流,因而在从事生产时工作经验仍起主要作用。此外,他们主要是本省迁移,就业类型

多受他人雇佣,所以对转移后碳足迹的影响较少。为进一步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剔除了不相关因素,并

将年龄按照年龄段分组表示,结果仍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武汉市迁入的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通过碳足迹分析劳动力的转移对本地环境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劳动力转移前

后碳足迹的差异,从微观视角探究影响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主要结论为: 

(1)武汉市迁入的劳动力可产生1768.53 万 t碳足迹的环境压力,其中生产碳足迹 1573.81 万 t,消费碳足迹 194.72 万 t。劳

动力进入城市后,其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发生变化,导致消费碳足迹增加 45.58 万 t。另一方面,由于从事生产和服务

行业的变化,碳排放强度增加,导致相应的碳足迹增加1439.41万 t。因此,劳动力转移使得碳足迹总量增加1484.98 万 t,对城市

发展产生了较大的环境压力。 

(2)劳动力转移前后的碳足迹差异主要受到劳动力性别、年龄、非农工作时间和技术水平的影响,性别和年龄与碳足迹差异

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非农工作时间和技术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劳动合同的签订及与当地居民语言交流的困难程度也

增加了转移前后的碳足迹差异。一般而言,不同的因素主要是通过影响就业进而增大碳足迹差距。 

4.2 讨论 

本文研究表明,外来劳动力的迁入给武汉市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主要来源于从事生产的行业分布,进而从劳动力视

角为武汉市未来的碳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供了方向。同时,微观层面的个体特征因素分析为目标实现找到了可操作的抓

手。未来武汉市应积极引入高教育水平的高技能劳动者,推进完善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注重流动人口的“绿色融合”,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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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成本[23]。 

本研究受到调查样本和相关数据的局限,仅从外来劳动力视角对武汉市的环境压力进行分析,未深入考虑迁入劳动力的家乡

因素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不同地区的外来劳动力在直接能源消费和农业生产方面存在差异,产生的碳足迹也存在差异。因

此,未来的研究将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与贡献度,在现有基础上深入调研分析,进一步探索不同地区之间的碳足迹,为生态补偿和宏

观政策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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